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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生育率
及生育年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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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既有以女性为中心的生育率研究难以揭示完整的生育图景。 本

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我国生育水平、模式演变及其性

别差异。 结果显示,我国 30 ~ 39 岁晚育群体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后迅速回

落,加之 20 ~ 29 岁适龄群体婚育推迟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总和生育率

降低。 受婚育年龄差、性别失衡与队列规模缩减等因素的交互影响,男性生

育率低于女性,生育高峰更晚,生育年龄分布更为分散,这一性别差异在时

期与队列分析中均得到验证。 本研究揭示了生育行为在性别与年龄结构上

的差异,拓展了生育研究视角,为健全覆盖男女及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男性生育率　 生育年龄模式　 生育率性别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深度转型与人口结构动态变化,中国面临持续低生育率、人口

负增长和老龄化的挑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①以提升生育意愿和提高生育率。 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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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亟须深化对生育变动规律与机制的科学认识。
生育率变化不仅是政策作用的结果,而且深植于社会结构转型、家庭关系重

构与性别制度演化等社会背景之中。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上升、婚育观念转型,
中国正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於嘉、谢宇,2019),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不婚与终

身未婚比例上升(石人炳、柯姝琪,2023;陈卫、欧阳柏慧,2024)。 在结婚和生育

紧密相连的文化情境中,晚婚、不婚等现象压缩了育龄窗口,导致生育率下降

(李月、张许颖,2021;李婷、王强,2024)。 这些趋势特征也会重塑生育行为的年

龄结构,促使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发生变动。 既有研究中常用的全局性的总和生

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 TFR)指标,难以揭示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变化。 因

此,深入分析不同年龄段的生育分布及其变动趋势能够帮助我们更细致地理解

生育演变特征,识别高风险群体与关键干预节点,为建立全生命周期导向的生育

支持和服务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与此同时,中国的性别结构失衡与婚姻挤压问题正在显著加剧婚育机会中

的性别不平等。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持续偏高,这
导致适婚男性数量长期高于女性。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 ~ 39 岁未

婚男性比同年龄段女性多出 2687 万人以上。① 在“男多女少”的人口格局下,传
统“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与生育率(队列规模)下行趋势叠加,进一步加剧了男

性的婚姻挤压态势(郭志刚、邓国胜,1995)。 男性初婚概率显著低于女性,平均

结婚等待时间延长,终身未婚风险上升(石人炳、柯姝琪,2023)。 男性婚配压力

不仅会加剧生育机会与生育水平的性别差异(Andersson,2023),而且会带来男

性婚育机会的阶层分化。 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优的男性更易进入婚育轨

道,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则更易被 “剩下”,形成结构性未育风险

(Chudnovskaya & Ueda,2023)。 如果只关注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或生育模式而将男

性排除在外,不仅难以揭示完整的生育图景,而且会使得政策重心偏移或不全面。
从性别视角出发深入理解生育行为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既是完善生育理论的迫

切需要,也是构建覆盖全人群、具有性别敏感性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前提。
生育本质上是两性协同的过程,传统以女性为唯一研究对象的生育率研究

范式正日益受到质疑。 社会学家强调父亲身份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但主流

的生育指标和人口预测模型多以女性为基准,默认男性在生育中没有独立贡献,
或隐含地假设生育水平与模式不存在性别差异(Greene & Biddlecom,2000)。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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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界很早便指出,在战争、移民等导致性别结构失衡的情境下,男性的生育率

不仅有别于女性,而且其生育指标往往表现出更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Myers,
1941)。 即便在理想的稳定人口条件下,若存在系统性的配偶年龄差异(如普遍

的“男大女小”),男性和女性的净再生产率也会出现差异,二者均难以准确反映

总体人口的再生产水平(Karmel,1947)。 近年来,基于性别视角的实证研究进一

步揭示,忽视男性生育行为可能导致对总体人口生育潜力的系统性高估或低估,
严重影响人口预测与政策设计的科学性(Keilman et al.,2014;Li,2022;Li et al.,
2025)。 因此,在生育研究中关注“缺席的男性”,不仅弥补了人口理论相关研究

的不足,而且能够回应现实社会中的婚育失衡、性别分化及结构性未育等重大挑

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理论与政策命题。
在此背景下,男性生育行为及其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生育

研究中的新兴方向。 现有的经验证据显示,男性与女性在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方

面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呈现空间异质性与历史动态性。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
非洲、南亚等高出生率国家的男性总和生育率和队列完成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Rate,简称 CFR)往往高于女性(Field et al.,2016;Schoumaker,2019),而多

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
称 OECD)国家男性的总和生育率、队列完成生育率则普遍低于女性(Dudel &
Klüsener,2021)。 从过去数十年间的变化来看,男性相对于女性的生育率比值在

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呈现下降趋势,甚至出现从早期高于女性逐步变为低于女性

的结构性转变(Zhang,2011:59 - 60;Dudel & Klüsener,2021)。 此外,生育率的

性别差异在年龄分布中也得到体现,女性生育多集中于年轻阶段,而男性则在较

高年龄段保持较高的生育率(Schoumaker,2019;Dudel & Klüsener,2021)。 性别

间生育差异的形成机制复杂多元,主要源于育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夫妻间婚配年

龄差异、生育窗口的时间跨度差异,以及婚姻制度等结构性因素(Schoumaker,
2019;Dudel & Klüsener,2021)。 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和人口转型阶段中的表现

形式不尽相同,无论是开展跨国比较还是聚焦于特定国家的纵向演变,探讨不同

性别间的生育差异均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学界对男性生育率的研究比较缺乏,这导致我们对男性生育特征

知之甚少,对性别间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差异也缺乏了解。 在低生育率挑战日益

严峻的当下,中国面临一系列独特且复杂的人口结构问题,如长期出生性别比偏

高、婚姻市场结构性挤压与男性未婚率上升等。 在中国语境下系统分析男性与

女性生育水平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扩展生育研究的性别维度,而且为构建具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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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经验支撑的人口学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0—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数据,结合生育年

龄结构的动态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男性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队列完成生育率及

其变化趋势,希望深化对中国近年来生育率变动及内在规律的理解。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引入生育年龄结构的动态分析

框架,为理解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提供更加精细、结构化的认识。 本文识别了不

同年龄组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的贡献,明确区分生育率变动究竟源于局部年龄

组,还是整体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普遍转变。 二是推动生育率研究的性别范式

转型,为建立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生育理论体系提供基础。 本文依托分别采

集的男性与女性生育史数据,描绘男性生育轨迹,并与女性进行结构性、动态性

比较,识别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和队列完成生育率)、年龄模式以及社会分层

机制的异同。 这一研究路径突破了以女性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 三是回应婚

育结构性失衡与政策体系重构需求。 鉴于婚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与阶层分化等问

题,以女性为主要干预对象的政策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系统评

估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其年龄结构演变,为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也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提供实证支持。

二、理论与文献述评

(一)性别间生育率差异及形成机制

人类学与遗传学研究表明,在人类进化历程中,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有可

能成功繁殖后代,这意味着性别间生育率的差异并非偶发现象。 不过,从人口统

计学的视角来看,这一差异显得颇为反直觉———毕竟每一个婴儿都由一男一女

共同孕育,男女两性的生育率似乎应该一致。 但是复杂的是,男性生育率在不同

国家与历史阶段中既可能高于女性,也可能低于女性(Schoumaker,2017,2019;
Dudel & Klüsener,2021)。 针对性别间生育率差异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首先,育龄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是性别生育差异产生的前提。 其中,出生性

别比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 即便在自然状态下,男女出生性别比通常约为

105 ∶ 100。 如此,假如男性与同龄女性结成伴侣,由于男性育龄人口基数更大,
其人均生育子女数将被 “稀释”,男性的总和生育率将比女性低约 4. 8%
(Schoumaker,2019;Dudel & Klüsener,2021)。 当出生性别比受到人为干预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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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偏高时,这一结构性失衡便成为性别间生育率差异的重要根源。 此外,死亡率

与迁移模式的性别差异也会带来婚育结构的不平衡 (Myers,1941;Dudel &
Klüsener,2016)。 值得关注的是,婚姻结构的性别失衡不仅可以解释生育率的性

别差异,而且能解释男性尤其是低受教育水平或低收入男性的无子女率显著高于

女性的现象(Jalovaara et al.,2019;Chudnovskaya & Ueda,2023)。
其次,婚育年龄差及其与出生队列规模的交互效应是影响性别间生育率差

异的另一重要机制。 受文化、社会与生理因素的影响,“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

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Dudel et al.,2023)。 在高收入国家,夫妻平均

生育年龄差为 2 ~ 4 岁(Dudel & Klüsener,2016),在部分低收入国家此差值甚至

高达 12 岁(Nordfalk et al.,2015)。 这意味着在生育事件中,父亲和母亲并非同

龄或来自同一出生队列,因而导致生育率计算中分母的偏离。 这不仅会造成男

女生育年龄模式的不同,而且会影响生育水平的性别差异,其效应在队列规模存

在显著波动时尤为明显。 例如,在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上升,
加之“男大女小”的婚配年龄模式,父亲通常来自年龄相对较高且人数较少的出

生队列,从而抬高了男性总和生育率 ( Field et al., 2016; Schoumaker,2017,
2019)。 而在出生人口下降的情境中,队列规模与婚配年龄模式的叠加效应则会

反向拉低男性生育率。 这被认为解释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婴儿潮”一代的

男性队列完成生育率高于女性,而在之后的出生队列中,男性生育率转为低于女

性的现象(Dudel & Klüsener,2021)。
再次,婚姻制度与模式的演变也是影响性别间生育率差异的重要机制。 在

非洲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地区,男性被赋予在相对更长的生育期内与多位伴侣生

育子女的制度空间,这导致男性的总和生育率显著高于女性;同时由于婚配和生

育机会高度集中于少数男性而导致男性群体内部出现生育分化(Field et al.,
2016;Schoumaker,2019)。 相比之下,在北欧等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男性

通常更晚且更少进入稳定婚姻或伴侣关系,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其
终身未育的风险显著高于女性(Chudnovskaya & Ueda,2023;Rahnu & Jalovaara,
2023)。 此外,在婚姻或伴侣关系稳定性下降的背景下,性别间再婚倾向及再婚

生育率的差异也会影响生育水平和模式的性别差异(Andersson,2023)。
此外,时期生育指标中的进度效应( tempo effect)也可能影响估计结果。 一

般而言,男性更倾向于晚育。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和性别平等的推进,女性的婚育

延迟幅度可能更大。 例如针对丹麦的研究发现,男性的进度效应已基本消失,而
女性则持续受到生育推迟的影响,不过其总和生育率在可能被低估的情况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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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高于男性(Nordfalk et al.,2015)。 这一发现表明,进度效应的性别差异并不足

以解释总和生育率的差异。 更为关键的是,进度效应仅影响总和生育率,不影响

队列完成生育率。 因此,通过同时分析总和生育率与队列完成生育率的性别差

异,有助于剔除进度效应所带来的统计偏误,为准确理解性别间的生育差异提供

重要的方法论保障(Dudel & Klüsener,2021)。
综上所述,性别间生育率差异的形成是一个结构复杂、多重因素交织的过程,

涉及出生性别比、婚育人口基数、婚育年龄差、人口增长趋势及婚姻制度等多重因

素。 这些因素往往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形成联动与交互效应。 例如,婚配市场中的

性别比失衡不仅直接影响结婚概率与生育基数,而且通过影响婚姻形成与解体路

径,间接塑造生育机会和生育水平的性别差异。 严格检验或分解这些因素的独立

效应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些因素为理解生育的性别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基础。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空间

上文指出,男性生育行为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维度,对于全面反映人口动态具

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低生育率的社会背景下,男性生育在生育机制理解、人口预

测及政策制定中的意义日益凸显。 然而,受限于以女性为中心的生育率研究范式

及数据采集机制,关于男性生育行为及其测量的研究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Greene & Biddlecom,2000)。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拓展与男性生育数据可得性

的提高,国际学界开始关注男性生育率及其与女性的差异。 舒马克 ( Bruno
Schoumaker)通过整合出生登记、人口普查及微观调查数据,对 163 个国家的情

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在约三分之二的国家中,男性总和生育率高于女性

(Schoumaker,2019)。 这主要与这些国家高生育率、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以及性

别间的生育年龄差异较大相关。 而在完成人口转型的低生育率国家,男性生育

率一般低于女性。 例如,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芬
兰)的男性总和生育率稳定在约为女性总和生育率 95%的水平,而部分国家(如美

国、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则经历了由“男高女低”向“男低女高”的转变(Dudel &
Klüsener,2021)。 基于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简称 G7)成员国 2020 年统计数据

的研究也显示,法国男性总和生育率略低于女性(约 0. 6%),而意大利的性别生育

率差距则达到 8. 4%(Li et al.,2025)。 这些发现表明,尽管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

同时期的性别生育率差异呈现多样化特征,但男性生育率与女性生育率不一致是

常态,如果忽视性别差异可能导致对生育机制的理解偏差与人口预测的误判。
既有研究充分显示了研究男性生育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数据局限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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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约男性生育研究的重要瓶颈。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出生登记、人口普查

或调查数据。 其中,出生登记数据在许多国家存在系统性缺陷,包括登记覆盖率

不全、父亲年龄等关键信息缺失(Dudel & Klüsener,2016;Schoumaker,2017),以
及不能覆盖未育男性等问题。 人口普查数据则通常仅采集女性的生育信息。 虽

然借助婚姻状态与夫妻匹配技术可将女性报告的生育信息分配给男性配偶,从
而间接估算男性生育率,但该方法排除了未婚男性及非典型婚姻结构中的父亲,
可能造成估算结果的偏差(Schoumaker,2019)。 在此背景下,覆盖男女两性生育

史的微观调查成为重要的数据来源。 例如,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简称 DHS)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男性生育率估算研究中(Zhang,
2011:27;Schoumaker,2017)。 与之类似,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亦为当前国内少数

收集男性生育史的数据集之一。 该调查不仅记录了男女受访者的生育数量与具

体时间,而且充分涵盖了被访者的经济社会特征信息,为估算年龄别生育率、总
和生育率及其性别差异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利用 2010—2022 年共七期的 CFPS 数据,系统估算男性

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生育年龄模式及其动态变化特征,以期为理解中国生育率

走势,特别是生育政策调整期间的波动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支持。 本文具体从

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测算并比较男性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并结合队列完成生育率指标进行验证。 当前国内学术界系统关注男性生育率与

性别差异的研究仍相对稀缺,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证探索的空间。
二是刻画性别化的生育年龄模式及其变化,分析其对总和生育率变化的结构性

贡献。 三是探讨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机制及其性别差异,特别是受教育水平

等变量的异质性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相对于女性,男性群体在生育上的群体内

异质性更为显著(Schoumaker,2019),阶层分化更明显。 同时,生育率的驱动机

制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例如,受教育水平通常对女性生育产生抑制作用,但往往

与男性的生育机会正向相关。 本文期望通过揭示这些性别异质性,为理解当前复

杂的生育行为提供多维视角,并为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2 年连续七期的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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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实施,采用多阶段、分
层次概率比例抽样法,覆盖全国约 95% 的人口,具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 该数

据的独特性还在于同时调查了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史,包括本人及其子女的出生

年月,为男性生育率的测算和性别差异的分析提供了新颖独到的资料。 此外,
CFPS 两年一次的密集调查能够及时捕捉婚育演变的细节信息。 本研究通过对

七期 CFPS 数据的截面和纵向分析,对比不同年龄段和性别间的生育率差异,并
揭示生育率和生育模式的变化趋势。

总和生育率是指女性在育龄期(通常为 15 ~ 49 岁)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本

研究对男性总和生育率的估计遵循与女性总和生育率相同的估算原理,仅将估

算所需的女性指标全都替换成男性指标。 从生理角度而言,男性的育龄期较长,
在统计时可能可以延长至 59 岁甚至 79 岁(Schoumaker,2019;Dudel & Klüsener,
2021)。 但在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相对稳定的中国社会,CFPS 数据显示男性 50 ~
79 岁的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的累积贡献微乎其微(各时期男性 15 ~ 79 岁总和

生育率相较于 15 ~ 49 岁的增量最高不到 0. 9% ,最低仅为 0. 15% ),且对男女总

和生育率的相对关系无实质影响。 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生育解释分析

的有效性,本文仍将两性的育龄期统一限定为 15 ~ 49 岁。 CFPS 样本量虽小于

人口普查和出生登记数据的样本量,但调查中搜集的真实生育史数据具有独特

价值,并且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指出,真实生育史数据样本规模达到

5000 ~ 10000 人即可满足分析需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2004:
48)。 在本研究中,七期 CFPS 数据中的男性和女性育龄样本量均超过 1 万人

(具体请见下文),这确保了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二)生育率的估计方法

生育史数据是生育研究的核心资料来源。 使用这类数据计算年龄组(别)
生育率的常规方法,是用调查时某五岁年龄组的育龄人群在回顾期(如五年)内
的出生总数,除以该组人群经历的总人年数(即人数乘以年数)。 而后,将各年

龄组生育率求和并乘以五,即可得出总和生育率。 这种方法将每位受访者分配

到唯一的年龄组,将回顾期内的所有出生事件均计入该组。 显然,这种做法未能

精确反映个体在回顾期内的生育和年龄变化,可能造成生育率估计的年龄归属

偏差。 为克服这些局限,学界目前的主流做法是依据生育事件实际发生的年龄划

分年龄组,据实分配相应的出生数和人年数。 这一方法允许个体在考察期内跨越

年龄组,出生事件和暴露时间可被精确分配,并可由研究者灵活设定考察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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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 CFPS 数据两年一度的调查特性,并结合生育政策调整时点,将
每轮调查前两个日历年设为分析期,这能更好地反映生育趋势与政策效果,并可

有效减弱单一年份生育波动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提升结果的稳健性与解释力。
在具体分析中, 本文采用舒马克提出的 “人—时期” ( person-period) 方法

(Schoumaker,2004),按照精确到月的日期确定育龄个体的年龄组、拆分生育数

量与暴露时长(人年),并借助泊松回归统一建模分析生育率。 例如,若某调查

对象在 2008—2009 年分析期内,于 2008 年 6 月满 30 岁,并于同年 8 月生育一

子,则其数据会被拆分至两个年龄组:其一为 25 ~ 29 岁组,生育数为 0,暴露时

长为 0. 5 年;其二为 30 ~ 34 岁组,生育数为 1,暴露时长为 1. 5 年。 这种方法不

仅可以更为精确地估计年龄别与总和生育率,而且能在模型中纳入社会经济变

量,实现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系统解释和显著性检验。 该方法的适用性与有效

性已在相关研究中得到验证(Ahmed et al., 2024)。 具体模型和方法如下。
假设每个子时期内观察到的出生数为yi,依据泊松模型的假设,随机变量

Yi = yi服从均值为μi的泊松分布。 生育率(λ i)的定义为每单位暴露时长的出生

数,即λ i = μi / ti。 因此,均值μi可表示为生育率λ i和暴露时长ti的乘积:
μi = λ i ti (1)

　 　 两边取对数得:
ln(μi) = ln(λ i) + ln( ti) (2)

　 　 这意味着,平均生育数的对数 ln(μi)由生育率的对数和暴露时长的对数(偏
移量)相加得到。 我们可进一步将生育率的对数建模为年龄组的线性函数。

以五岁年龄组为例:

ln(λ i) = α + ∑45-49

m = 20-24
βm Ami (3)

　 　 将式(3)代入式(2),泊松模型拟合为:

ln(μi) = ln[E(yi | Ami)] = α + ∑45-49

m = 20-24
βm Ami + ln( ti) (4)

　 　 该方法本质上属于泊松回归模型的扩展形式(对数率模型),其估计结果可

以直接反映标准化的年龄组生育率。 此模型中,α 为参照组(15 ~ 19 岁年龄组)
的对数生育率,即λ15 - 19 = exp(α)。 βm是其余各年龄组的回归系数,取指数后表

示该年龄组生育率与参照组生育率之比,即:
λm

λ15-19
=

exp(α + βm)
exp(α) = exp(βm) (5)

　 　 由此可见,根据回归模型(4)可估计得到各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及其比值。
由此得到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年龄组(别)生育率,并可综合计算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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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开展生育率和生育年龄模式的描述性分析。 在模型(4)中进一步引入 k 个

社会经济变量(Xk),可用于分析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对数率模型的表达式可拓

展为:

ln(μi) = α + ∑45-49

m = 20-24
βm Ami + ∑ K

k = 1
γk Xki + ln( ti) (6)

　 　 其中,回归系数γk的指数值 exp(γk)代表社会经济变量对生育率的比率效

应,适用于总和生育率分组比较及结构性解释。 类似于βm,该估计值具体可解释

为Xk不同取值下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比率(连续变量)或比值(分类变量)。 由此,
在统一的模型框架内,本研究既可实现对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总

和生育率进行估计,也可系统分析各类影响因素。

四、分析结果

(一)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图 1 展示的是依据 CFPS 七期数据所估计的总和生育率。 整体来看,男女两

性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大体一致。① 2012—2017 年,男性和女性的总和生育

率均出现回升,这一时期正处于“单独两孩”与“全面两孩”政策逐步推行阶段,
生育率回升显示出生育政策调整在短期内释放了部分生育潜能。 然而,政策刺

激效应未能持续,2017 年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总和生育率均迅速下滑,至 2020—
2021 年分别降至 1. 12 和 1. 00,这一走势与宏观统计数据高度吻合。 进一步分

析发现,虽然总和生育率的绝对值和两性之间的差距在各轮调查中有所波动,但
过去十年间男性的总和生育率始终低于女性。② 以 2020—2021 年为例,性别生

育率差距已扩大至 10. 7% (以女性为基准)。 这一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男性总和

生育率通常高于女性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却与生育率较低的高收入国家所呈

现的格局相似。 例如,美国 2010—2015 年间的性别生育率差距为 4. 3% ,而七国

集团成员国 2020 年的性别生育率差距为 0. 6% ~8. 4% (Schoumaker,2019;Dudel
& Klüsener,2021;Li et al.,2025)。 性别生育率差距反映出婚姻模式、性别结构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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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七个时期的育龄女性样本量分别为 15802、14720、15277、15471、15038、12864、11652,男性样本量分别

为 16456、14930、15372、15418、14917、12746、11559。
累积 50 ~ 79 岁男性的生育率仍不会改变男性总和生育率低于女性的结果。 2010—2022 年七个时期

15 ~ 79 岁男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 51、1. 44、1. 48、1. 50、1. 66、1. 22、1. 00,与 15 ~ 49 岁男性的总和

生育率几乎无异。



育机制等社会因素的深刻变化,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前文的理论分析指出,生育率的性别差异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包括生育年

龄差、各年龄段性别比及婚姻机会分布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图 1 所示,男性

平均生育年龄比女性大约 2 岁。 这一年龄差已被证实为导致性别生育率差异

的重要机制之一(Schoumaker,2017)。 跨国实证研究也表明,生育年龄差与男

女总和生育率比值高度相关,在 163 个国家的样本中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

0. 86(Schoumaker,2019)。 值得关注的是,自 1982 年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

续偏高,适婚人口结构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这进一步压缩了男性的婚育机

会。 尤其需警惕的是,2000 年与 2010 年我国出生性别比高达 118 和 111,随着

这些出生队列逐步进入婚育年龄,未来的婚育性别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出

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生育率持续下滑的双重压力,不仅深刻影响着婚姻与生

育的路径选择,而且极大削弱了人口结构的活力与发展潜能(Keilman et al.,
2014)。 因此,仅以女性为基准衡量生育水平,极有可能高估我国整体人口再生

产的潜力与发展前景。

图 1　 2008—2021 年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

为检验性别比偏高背景下婚姻状况对生育率及其性别差异的影响,本文进

一步测算了不同年份的已婚比例与已婚生育率。 CFPS 数据显示,2010—2022
年,我国男女各年龄段的已婚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在 15 ~ 49 岁各年龄组中,
男性的已婚比例均低于女性。 这一性别差异在 35 岁以下人群中尤为突出,这反

映出近年来男性婚姻推迟和不婚现象的加剧。 例如,在 25 ~ 29 岁年龄组中,女
性已婚比例由 2010 年的 81. 9% 下降至 2022 年的 68. 3% ,男性已婚比例则由

61. 9%降至 46. 3% 。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既与男性普遍晚婚的行为特征相关,
也与男性各年龄段人口规模较大、适婚男性的数量相对而言“供过于求”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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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考虑到婚姻仍然是生育的基本前提,这种结构性差异不仅揭示了婚姻模式

中的性别不平衡,而且直接影响了男性的生育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生育率的性别

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表 1 数据显示,男性的已婚生育率高于女性。① 乍看之

下,这似乎与男性总和生育率低于女性的事实相矛盾,但实际上却是由于大量未

婚男性被排除在已婚生育率的分母之外。 在婚外生育极为罕见的中国,这一现

象说明男性整体生育率低于女性主要是因为其较低的结婚率。 由此可见,性别

间婚姻机会的差异是近年来男性生育率持续低于女性的关键原因之一。 此外,
无子女率进一步印证了男女婚姻机会的结构性差异对生育结果的影响。 2022
年的 CFPS 数据显示,45 ~ 49 岁男性无子女率高达 7. 7% ,而女性无子女率仅为

3. 0% 。 这一差距揭示了男性群体内部婚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 关注并缓解婚

育领域的性别结构失衡,对于提升整体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表 1 2008—2021 年 20 ~ 49 岁人口分性别的已婚生育率

年份 2008—2009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2020—2021

女性 2. 06 1. 76 1. 81 1. 84 2. 12 1. 64 1. 62

男性 2. 40 2. 28 2. 25 2. 29 2. 56 2. 13 1. 96

值得指出的是,在婚姻推迟与结婚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已婚生育率也呈现

波动下行的趋势。 这可能与婚姻推迟有关。 晚婚不仅压缩了育龄期,缩短了实

现生育意愿的窗口期,也使部分已婚者因年龄和健康等因素面临更大的生育障

碍,从而抑制了已婚生育率的提升。 此外,婚内生育倾向的减弱,如少育甚至不

育的丁克家庭增多,也为已婚生育率下降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这些趋势不仅影

响总体生育水平,也可能深刻改变生育模式。

(二)生育年龄结构及其演变

上文基于性别视角对总和生育率的分析不仅印证了宏观统计结果,而且揭

示了新的婚育性别结构特征。 为进一步刻画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生育率演变及其

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本文将生育年龄划分为早育(15 ~ 19 岁)、适龄(20 ~ 29
岁)、晚育(30 ~ 39 岁)和高龄(40 ~ 49 岁)四个组别,并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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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 19 岁及以下样本的已婚比例极低,为了获得更为平滑和可靠的结果,这里的已婚生育率指 20 ~
49 岁已婚(包括在婚 / 离婚 / 丧偶)人群的生育率。 即使已婚生育率估计中加入 15 ~ 19 岁的人群,男

性已婚生育率仍高于女性。



过计算各年龄组生育率的占比来量化其对总和生育率的相对贡献(宋健、唐诗

萌,2017)。
如图 2 所示,生育的年龄结构变化具有显著的阶段性,这是造成总和生育率波

动的重要原因。 2014—2017 年,晚育组(30 ~ 39 岁)生育率明显提升,其他组别则

无同步变化,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尤其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潜力释放主

要来源于晚育群体,而非全体育龄人口。 例如,女性晚育组对总和生育率的贡献率

由 2008—2009 年的 22. 3% 升至 2016—2017 年的 32. 6%,男性则由 33. 8% 升至

42. 6%。 但这一生育堆积效应具有短暂性,晚育组生育率自 2017 年后迅速回落。
与此同时,适龄组(20 ~29 岁)生育率持续下滑,这驱动了总和生育率下行。 数据

显示,女性适龄组的贡献率由 2008—2009 年的 71. 3% 降至 2020—2021 年的

59. 7%,男性同期的贡献率由 62. 3%降至 51. 0%。 适龄生育率持续下降,特别是

2017 年后的加速下滑,是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创新低的核心风险源。 上文已指出,
适龄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与婚姻推迟、不婚率上升或已婚比例降低密切相关。 这除

了受教育年限延长的影响之外,还可能与经济、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相关。
图 2 的结果还表明,男女在生育年龄结构上表现出异质性。 女性生育行为

高度集中于 20 ~ 29 岁的适龄阶段,而男性生育高峰年龄段为 25 ~ 34 岁,且晚育

和高龄组的生育贡献明显更高。 生理因素可能是造成这一性别差异的显性原

因,即相较于女性,男性的生育能力受年龄增长的影响较小(Dudel & Klüsener,
2016)。 同时,受到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规范、婚姻匹配机制及与之相关的婚姻结构

的影响,男性结婚年龄普遍高于女性,且有更多机会与年龄较小的女性结婚,再婚

率也高于女性,这些均提高了男性晚育和高龄阶段的生育机会(Andersson,2023)。

图 2　 各年龄组生育率及其对总和生育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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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男性总和生育率低于女性,但这一特征并非体现在所有年龄段。
男性在生育周期后期的生育率高于女性,而女性生育则高度集中于早育和适龄

阶段。 这一结构性差异反映了生育行为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复杂性,也进一步揭

示了性别比、婚育机会等因素在塑造生育率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发现不仅深化

了我们对中国生育率与生育年龄结构变化的理解,也凸显了在生育率与人口研

究中引入性别视角的必要性。 系统考察生育模式、人口基数和婚育机会等方面

的性别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生育行为的演变及其社会机制。

(三)生育年龄模式及演变

上文对生育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不仅解释了生育水平整体下降

背后的原因,而且初步揭示了生育模式上的性别差异。 为了更细致地描绘生育

行为的年龄分布特征,图 3 呈现了 2008—2021 年男性与女性的年龄别生育率

轨迹。

图 3　 我国女性与男性生育年龄模式及其变化趋势

结果显示,生育率曲线总体上呈现随年龄先上升而后下降的“钟形”分布,
但不同年份的生育率曲线和峰值位置反映出显著的时期特征和政策响应差异。
女性生育率高峰稳定在 23 ~ 27 岁,峰值集中且曲线较为陡峭,这表明女性生育

行为高度集中于适龄阶段。 相比之下,男性的生育率曲线更为平缓,峰值出现时

间略晚于女性,且高龄阶段生育率下降速度较慢,表明男性的生育周期更长、生
育行为分布更为分散。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6—2017 年生育曲线表现出特殊

的变化,这一时期女性和男性的生育高峰均显著上升,30 岁及以上的晚育和高

龄组生育率明显提升。 这一现象与“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反映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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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在短期内有效释放了被抑制的生育需求,产生了一定的生育堆积效应或

“补偿效应”。 然而,这一效应并未持续,2017 年后峰值生育率回落,曲线整体内

缩。 总体来看,研究期内男女生育曲线整体下移,高峰年龄段呈现后移趋势,生
育高峰逐步下降,2020—2021 年生育率降至历史低位。 这一趋势表明我国生育

意愿与行为在 2017 年后普遍减弱并且婚育“延迟效应”加剧,同时也说明高龄

阶段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生育“补偿效应”,由此解释了中国生育率为何近年来持

续下降。
从同一时期年龄别生育率曲线的横向比较来看(见图 4),①男女生育率曲

线在峰值年龄、分布宽度及高龄生育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一现象

与既有研究关于男性生育高峰出现更晚、生育行为在生命周期上分布更为分

散的结论高度一致(Dudel & Klüsener,2016;Schoumaker,2019)。 然而,不同于

这些研究所发现的塞内加尔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男性生育率峰值显著高于

女性的现象,中国男女的生育率峰值与曲线形态较为接近。 具体而言,男性的

生育率峰值年龄普遍比女性滞后 2 ~ 3 年,且高峰之后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较女

性更为缓慢。 每个时期内,男性在 30 岁及以上阶段的生育率大多高于女性,这
表明男性的生育行为明显延后。 这一性别差异在各时期均清晰可见,尤其是

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 2016—2017 年,晚育与高龄阶段的性别差异尤为

突出。 随着生育率整体下行和生育推迟现象日益明显,35 岁以上高龄阶段男

女生育率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些结果不仅直观展现了我国生育模式的性别差

异,而且契合了相关理论预期,即生育模式的性别差异会进一步导致和放大生

育水平的性别差异(Schoumaker,2017, 2019)。 因此,这既验证了前文关于男

性生育率整体更低、生育周期更长,以及晚育和高龄生育现象更为突出的结

论,也为进一步理解性别在生育行为结构中的作用机制及人口政策的优化提

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
总体而言,通过对总和生育率及生育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和性别比较的系

统分析,本文为全面理解中国生育模式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生

育率的变动呈现多重结构性特征,包括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行为的显著

推迟以及性别差异的不断扩大。 数据表明,“全面两孩”政策虽在短期内释放了

30 岁及以上人群的生育潜力,带来了晚育和高龄组生育率的阶段性提升,但这

一政策效应未能长期持续,适龄组(20 ~ 29 岁)生育率的持续下滑和高龄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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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仅展示部分时期生育年龄模式的性别对比图,读者如需完整图表可向作者索取。



补偿效应不足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自 2018 年以来,晚育及高龄组生

育率出现回落,适龄人口婚姻推迟和生育率下降等多重因素继续对整体生育水

平形成抑制。 与此同时,男性生育行为表现出周期更长、晚育和高龄生育更为常

见等特征,但受性别比失衡影响,男性婚育机会受限,性别间生育水平差距进一

步扩大。 生育模式的性别差异已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再生产过程的核心变量。 这

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单一女性视角的局限,突出强调了性别和结构性因素在解释

生育率变动中的关键作用。

图 4　 生育年龄模式的性别对比

(四)队列生育年龄模式及演变

为纠正进度效应对总和生育率等时期指标的影响,进一步检验性别间生育

率差异结果的可靠性,图 5 利用 CFPS2022 数据,采用队列与时期分析结合的方

法,对 1961—2000 年出生群体的生育年龄模式进行回溯和比较。① 与以假想队

列推导的时期分析类似,队列生育模式也展现出明显的代际变化和结构性的性

别差异。
从队列趋势来看,随着出生队列的推进,生育年龄分布曲线逐步右移,这清

晰反映了生育推迟的代际趋势。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和个人观念

转变,共同促成了婚育时间的持续推迟与分散化。 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男性队

列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6—1990 年的出生队列中,生育年龄尾端 (即

2016—2020 年)的生育率相较前序队列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政策调整释放了积

压的生育需求,使这些群体在生育阶段后期呈现较高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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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选择以 2020 年作为考察节点,一是考虑到 2020 年已度过或正处于育龄期的人口正好对应

1961—2000 年的出生队列,便于以 5 岁组队列进行划分;二是以 2020 年年末往前推的 5 年时期正处

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之下,以此为节点便于对政策效应进行分析。 队列—时期生育率的分

母为各队列人口规模,女性总样本数为 14370,男性总样本数为 14119。



队列分析结果同样印证了性别间的生育差异。 无论在哪一队列,男性在 15 ~
19 岁和 20 ~29 岁阶段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女性,而 30 岁及以上阶段男性的生育

率反而更高,生育周期更长。 更重要的是,男性的完成生育率也持续低于女

性。① 其中,1961—1965 年和 1966—1970 年女性队列完成生育率分别约为 1. 89
和 1. 77,而男性同队列完成生育率为 1. 78 和 1. 71。 可见,无论是基于假想队列

的时期总和生育率,还是基于实际队列的完成生育率,男性的生育率均系统性地

低于女性。 这一结果不仅印证了既有研究中关于队列完成生育率具有下降趋势

的研判(王广州、张丽萍,2012),而且反映出两性婚育轨迹存在分异,除婚育推

迟和再婚率更高等因素外,婚育年龄差与性别比失衡等因素的影响叠加,进一步

放大了性别间的生育率差距和年龄模式分化。 需要强调的是,性别结构的持续

失衡与婚育年龄的变化通过婚姻市场匹配机制不断影响宏观生育格局,推动生

育模式的动态演变。

图 5　 我国男性与女性队列—时期生育率及其变化趋势

以上研究结果系统揭示了中国生育年龄模式的时期、代际演进及其性别差

异,表明我国生育模式正加速向晚育、少育和高龄生育转变。 生育政策调整所激

发的生育补偿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由生育推迟和适

721

专题研究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生育率及生育年龄模式

① 图中横轴为各队列在考察节点前连续的 5 年时期末尾所达到的年龄,如 1971—1975 年队列在 2020
年末达到 45 ~ 49 岁,纵轴为各队列的时期生育率。 在八个队列中,1961—1970 年的两个队列已经完

全度过生育周期,有完整的生育年龄分布曲线。 对于 1971—1975 年及以后的队列,其曲线尾端端点

代表距 2020 年年末 5 年(即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各 5 岁组队列的时期生育率,前序端点可以

此类推。



龄生育率下滑所主导的生育率长期下降趋势。 更重要的是,男性生育模式的独

特性进一步说明,传统以女性为中心的生育率研究范式和政策工具已难以全面

回应新时期人口发展的需求。 生育理论模型及相关的支持政策必须将男性纳入

考虑框架,关注男性的生育角色与潜能。

(五)总和生育率的解释性分析

前述生育率估计结果描绘了生育变动的基本图景,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教

育程度、民族身份、住房产权、家庭收入等变量纳入生育率估计模型中,旨在揭示

总和生育率变动背景下的群体差异,探究影响生育的结构性因素,并对比分析性

别间的异质性及共性特征。
基于女性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2),2008—2017 年教育水平与生育率

呈显著的负向相关。 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仅会压缩女性的生育窗口期,而且其

带来的收入增加也提升了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生育率。 但是,随着生育

政策的逐步放宽,教育对生育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 如 2008—2009 年,大专及

以上学历女性的生育率约为参照组(小学及以下)的 26. 8% ,到 2016—2017 年

“全面两孩”政策时期,虽然教育对生育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但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女性生育率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女性生育率的比值已上升至约

66. 6% 。 这种变化凸显了高学历女性群体对政策调整的积极响应,表明其生育

需求得到一定释放(杜永潇、董浩,2024)。 而 2018 年及之后,不同受教育水平女

性间的生育率差异有所缩小。 同时,以家庭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济条件变量对

生育率的影响亦呈现明显的时段差异。 2016—2017 年家庭收入对生育率表现

出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这符合生育经济学的理论预期,即收入增长通过缓解子

女抚养的预算约束,为家庭规模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从而对生育决策产

生促进作用。

　 表 2 各时期女性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年份 2008—2009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2020—2021

城镇 1. 089　 1. 079　 0. 929　 0. 964　 0. 963　 1. 041 0. 848

学历 (参照组:小
学及以下)

　 初中 0. 820∗∗ 0. 861 0. 824∗∗ 1. 083 0. 861 1. 162 0. 832

　 高中 0. 439∗∗∗ 0. 530∗∗∗ 0. 578∗∗∗ 0. 754∗∗ 0. 795∗ 0. 956 0. 752

　 大专及以上 0. 268∗∗∗ 0. 271∗∗∗ 0. 418∗∗∗ 0. 600∗∗∗ 0. 666∗∗∗ 0. 882 0.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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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年份 2008—2009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2020—2021

汉族 0. 764∗∗ 0. 784∗ 0. 727∗∗∗ 0. 762∗∗ 1. 181　 0. 943　 0. 758　

地区 (参照组:西
部)

　 中部 1. 201∗ 1. 102 1. 242∗∗∗ 1. 137 1. 046 1. 006 1. 213

　 东北 0. 579∗∗∗ 0. 607∗∗∗ 0. 629∗∗∗ 0. 583∗∗∗ 0. 483∗∗∗ 0. 531∗∗∗ 0. 550∗∗

　 东部 0. 913 1. 014 0. 988 0. 997 1. 009 1. 023 1. 086

部分/ 完全自有住房 1. 067 0. 915 1. 186 1. 091 1. 043 1. 173 1. 075

家庭收入 0. 958 1. 014 1. 035 1. 061 1. 082∗ 1. 087 1. 091

孩子 数 量 ( 参 照
组:没有孩子)

　 已有 1 个孩子 0. 506∗∗∗ 0. 572∗∗∗ 0. 660∗∗∗ 0. 822∗∗ 0. 947 1. 172 1. 097

　 已有 2 个孩子 0. 123∗∗∗ 0. 155∗∗∗ 0. 218∗∗∗ 0. 292∗∗∗ 0. 252∗∗∗ 0. 336∗∗∗ 0. 246∗∗∗

原始个体数量 13717 11918 12710 13180 12364 9402 7523

总暴露时长(人年) 26303 22966 24194 25094 23564 17812 14206

　 　 注:(1)已控制年龄组,回归结果报告的是生育率比值。 (2)∗P < 0. 01,∗∗P < 0. 005,∗∗∗P < 0. 001。
(3)总暴露时长(人年)在结果汇报中保留整数。

教育对男性生育的负面影响在生育政策调整、生育选择权变迁的过程中也

逐渐减弱(见表 3),这体现了男性群体内部教育与生育关系的动态演变。 同样,
家庭收入对男性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在生育政策放宽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进

一步证明了经济基础对生育决策的关键影响。 尽管教育、家庭收入对男性和女

性的生育率均产生重要且相似的作用,但其趋势变化与强度表现出性别差异。
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女性之间的生育异质性明显

高于男性,即在女性群体中,由于受教育水平提高所产生的生育抑制效应更

强。 尽管生育政策的调整在整体上推动了教育—生育行为的结构性转变,但
男性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反应较女性更早。 这些均说明女性作为生育主

体,其教育对生育表现出更强的抑制性。 同时,高学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

相对优势,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男性的结婚机会进而提高其生育水平,
由此弱化男性群体中教育与生育的负相关关系。 此外,男性生育决策受经济

条件的影响更大,2014—2021 年家庭收入对男性生育率的显著促进作用持续

存在且较之于对女性的作用而言更大。 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支持政策应兼顾

生育决策逻辑的性别差异,以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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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各时期男性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年份 2008—2009 2010—2011 2012—2013 2014—2015 2016—2017 2018—2019 2020—2021

城镇 0. 960　 1. 123　 0. 900　 0. 916　 0. 937　 1. 037　 0. 908　

学历 (参照组:小
学及以下)

　 初中 0. 982 0. 961 0. 858∗ 0. 914 0. 986 1. 118 0. 875

　 高中 0. 646∗∗∗ 0. 702∗∗ 0. 689∗∗∗ 0. 875 0. 946 0. 950 1. 021

　 大专及以上 0. 500∗∗∗ 0. 405∗∗∗ 0. 594∗∗∗ 0. 695∗∗∗ 0. 796∗ 0. 895 0. 875

汉族 0. 826 0. 928 0. 677∗∗∗ 0. 804∗ 1. 010 1. 118 0. 632∗∗

地区 (参照组:西
部)

　 中部 1. 234∗∗ 1. 212∗ 1. 434∗∗∗ 1. 318∗∗ 1. 008 1. 037 1. 085

　 东北 0. 527∗∗∗ 0. 543∗∗∗ 0. 559∗∗∗ 0. 668∗∗ 0. 376∗∗∗ 0. 451∗∗∗ 0. 431∗∗∗

　 东部 0. 964 1. 042 1. 052 1. 123 0. 944 0. 884 0. 852

部分/ 完全自有住房 0. 997 0. 887 1. 142 1. 130 1. 139 1. 543∗∗∗ 1. 111

家庭收入 0. 965 1. 016 1. 032 1. 091∗ 1. 129∗∗∗ 1. 147∗∗ 1. 237∗∗∗

孩子 数 量 ( 参 照
组:没有孩子)

　 已有 1 个孩子 0. 685∗∗∗ 0. 762∗∗∗ 0. 795∗∗ 0. 977 1. 145 1. 448∗∗∗ 1. 245

　 已有 2 个孩子 0. 180∗∗∗ 0. 223∗∗∗ 0. 245∗∗∗ 0. 367∗∗∗ 0. 306∗∗∗ 0. 422∗∗∗ 0. 307∗∗∗

原始个体数量 14261 12272 12891 13247 12442 9561 7653

总暴露时长(人年) 27317 23717 24519 25212 23692 18109 14501

　 　 注:同表 2。

另外,本文的分析也发现我国生育率呈现明显的区域和孩次异质性。 相对

于西部地区(参照组),我国分区域生育率呈现中部较高、东部较低、东北更低的

格局,东北地区生育率在七个研究时段、分性别分析中均显著低于西部。 这可能

与该地区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以及持续的人口净流出等情况密切

相关。 即便在 2016—2017 年全国生育率普遍回升阶段,东北地区的生育水平仍

显著落后,其生育率甚至不及西部地区的一半,这反映了该地区生育率增幅较

低。 此外,区域性的生育率差异或许还与文化因素相关。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前后孩次别生育率呈现差异化特征,相对于未育群体,在政策实施之前已育一孩

的育龄女性和男性的二孩生育率显著低于一孩生育率,而政策调整则短暂释放

了二孩生育潜力。 例如,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2018—2019 年男性二孩生

育率较一孩生育率的比值显著高于 1。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引入社会和经济变量,系统识别了各时期影响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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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育率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完善了对生育率的解释框架。 在生育率下降背

景下,各教育水平人群的生育率向低生育趋同的趋势值得警惕。 随着人口受

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我们亟须构建友好、包容的制度环境,缓解教育与生育

的竞争关系,而且应在政策制定中理解并调和生育决策的性别差异,积极适应

生育年龄的变化,持续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从而促进男性和女性不同年

龄段生育率的协同提升。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以女性为中心的生育率分析范式为人口监测与政策制定带来

了现实便利,但同时也掩盖了男性与女性在生育行为、婚育机会及生育路径上

的结构性差异。 随着低生育率的常态化,尤其是在性别比失衡和婚育模式变

迁的背景下,融入男性视角的生育研究愈发显示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上

的紧迫性。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七期数据,系统对比并动态考察

了男性和女性生育率及其年龄结构、社会分层差异与时间演变。 这不仅为研

究中国人口再生产机制与人口变化动态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而且积极回应

了近年来国际学界对生育研究中“男性缺席”现象的批评,拓展了传统生育理

论的研究边界。
研究发现,生育年龄结构的分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生育率变动的核心特征。

适龄(20 ~ 29 岁)人群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成为总和生育率下滑的主要推动力。
尽管 2016—2017 年“全面两孩”政策短暂释放了 30 岁及以上群体的生育潜力,
但政策效应未能长期持续,生育堆积效应或补偿效应逐步消退。 婚育延迟和少

育现象的双重叠加正在主导中国生育率的长期低迷趋势。 通过对生育年龄结构

演变及各年龄组相对贡献的分解分析可知,婚姻推迟与不婚现象极大地削弱了

适龄群体的生育动能,也加剧了未婚人口的生育不确定性。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

背景下,婚姻依然是生育的前提,尽管已婚生育率也有下降趋势,但未婚育龄群

体所面临的婚姻和生育机会受限已成为低生育社会的重要风险点。
生育模式和生育率的性别差异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现象。 在生育历程

中,男性的生育高峰晚于女性,生育年龄分布更为分散,但生育率峰值比较接近。
这使得男性的总和生育率和队列完成生育率均低于女性,尽管男性在晚育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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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阶段的生育率相对较高。 同时,45 ~ 49 岁男性无孩率明显高于女性。 这些结

果受多重机制,如婚配模式、人口性别比、婚育机会不均、经济基础及再婚概率等

的影响。 随着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深化,适婚男性婚姻挤压和生育机会受限

的问题可能加剧,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的性别差异可能进一步扩大。 只关注女

性的生育率指标可能高估了总体人口的生育水平。 本研究补充了对男性生育行

为特征的认识,也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本研究揭示了两性内部生育率的分层与分化。 随着教育的普及,

教育对生育率的负向影响总体趋缓,但对女性生育率的作用更为显著。 相对

而言,男性生育率更易受经济条件的影响。 这反映出两性在生育行为中所扮

演的角色与所承担的压力的不同。 未来,随着婚育和家庭模式的转型,婚姻

稳定性下降以及再婚生育增多,生育率的阶层分化可能不断扩大,部分男性

甚至可能面临非自愿性的终身未婚和无子女风险。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后续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首先,后续研

究可以推进覆盖男女全样本的生育调查和测量创新。 鉴于男性生育水平低于女

性,且分层分化日益突出,以女性为基准的生育率测算可能高估整体生育水平,
因此有必要完善数据采集与分析框架,将男性纳入生育统计和人口预测模型,以
提高对复杂人口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次,后续研究可以深化生育性别差

异的机制解析和国际比较。 在数据条件和方法成熟的基础上,研究者可进一步

系统识别生育性别差异背后的制度、文化、经济等多重机制,揭示不同社会背景

下生育性别差异的形成路径及其对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最后,后续研

究可以考虑拓展婚育领域性别与阶层的交互议题。 通过聚焦于性别与社会阶

层、城乡、教育、经济等多维度因素的互动,深入剖析婚育机会不平等的形成与再

生产过程,后续研究可以推动性别、家庭、社会分层与人口学理论的融合创新。
总之,人口与婚育研究亟需在性别视角下实现数据、理论和方法的集成创新,以
更好地回应新时代中国及全球人口变迁的复杂挑战。

(二)对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性别和生育年龄模式的研究发现,为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以性

别和全生命周期为核心,完善系统性生育支持政策。 生育政策应覆盖男女两性,
充分考虑生育行为、机会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既要关注对已婚和已育人群的支

持,也要加强对未婚青年的婚育支持,统筹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形成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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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 二是聚焦青年婚育困境,提升适龄人口婚育意愿。
适龄生育率下降根本上反映的是婚育机会的结构性问题。 生育支持政策需要促

进教育、就业与生育的衔接,为适龄青年提供更充分的就业和婚育保障,增强婚

育信心。 针对婚姻挤压和婚育延迟现象,建议优化公共婚恋支持体系,降低高龄

未婚和终身不育的风险。 三是强化对婚后生育和再生育的家庭支持。 推动以家

庭为单位的多元政策组合,如提供住房和生育补贴、税收减免、普惠托育服务等,
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 随着晚婚晚育及高龄生育比例的上升,应关注相关群体

的生殖健康和权益,提升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服务保障。 同时,应加强男性生

殖健康服务和科普,关注男性生育力的保护。 四是系统推进性别平等与生育友

好型社会建设。 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夫妻共享育儿假和社会成本分担机制,鼓励

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推动育儿责任共担;消除职场歧视,缓解职业发展与生育

之间的冲突;建立分性别、分年龄段的生育行为和意愿监测机制,动态评估政策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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